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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十世紀上半頁，是中國社會處於急劇變革的時期，書法作為未被社會鬥爭

漩渦完全裹囊的古老傳統藝術形式，在這一動盪時期中以其本體所蘊涵的巨大能

量和變異性，走出了關鍵的一步——觀念上向現代藝術轉型，打破了碑學為主的

統一格局，為書法在數十年後逐漸出現多極狀態和走向高潮提供了種種可能性並

打下了基礎。本文從新舊及中西大文化衝突的大背景中，總結出與書法有關的多

種因素，對其時期的代表書家予以學術上的定位，是一篇描繪二十世紀上半頁中

國書法藝術獨特而豐富的畫卷。 

 

 

 

 

 

 

 

 

【關鍵字】書法、現代藝術、文化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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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末民初，是中國社會處於急劇變革的時期，繁紛雜遝的重大歷史事件，譎

詭奇幻的政治局勢，錯綜複雜的古今中西思想、文化的對立、衝突、扭結、滲透，

難以盡數的社團的林立，尤其辛亥革命的成功，帝制的傾覆，強烈地衝擊了封建

社會的上層建築及其意識形態，人們在政治和思想上獲得了一次空前的解放。儘

管在民國內部，始終貫穿著新與舊、民主與專制、創造與破壞、延續與斷裂、宣

導「近代化」和反對「近代化」等多種矛盾，但也許正是這多種歷史合力的作用，

使二十世紀初到三十年代中期，成為中國歷史上第三次思想最活躍的階段。這時

期所湧現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其數量之多、成就之

高、影響之大，不僅可與歷史上任何輝煌的時期雁行，同時，使其後很長一段時

間內也難以望其項背。僅以文藝來看，包括在此後民族矛盾和國內戰爭硝煙中，

所創作的小說、詩歌、戲劇、美術等作品，均在整個中國文學藝術史上佔有重要

地位。而書法，作為未被社會鬥爭旋渦完全裹囊的古老傳統藝術形式，也在這一

動盪時期中，以其本體所蘊涵的巨大能量和變異性，走出了關鍵性的一步——觀

念上的向現代藝術轉型和打破了碑學為主的近於「統一」的格局，為書法在數十

年後逐漸出現「多極」狀態和走向高潮提供了種種可能性並打下了基礎。 

 

    這確是令人驚異的現象。數十年後的今天，我們忠實地翻開 20 世紀上半葉

的歷史，便會發現，中國人所追求太多的暫短之中，包涵了更深一層的永恆——

那是維繫我們這個有著五千年文明史的民族的永恆基因和永恆形式，是凝聚維繫

國運族魂的知識人的天下觀念和大文化意識。三千年前已經成熟了的中國漢字，

及其後發展為輝煌的書法藝術，即是已融進中國人靈魂中的永恆基因和永恆形

式。 

 

    但我們也看到，在清末民初及新文化運動中，在變幻莫測的政治舞臺上，在

各派力量較量中，書法也受到了多方面的衝擊，有些甚至是致命的，書法在經歷

了幾千年的發展之後，在這一時期又經受了一次生死存亡的考驗。 

 

    首先，是甚囂塵上的取消漢文字的「中國文字拼音化」浪潮。在「反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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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盤西化」論的影響下，就學術層面看，最典型的是打著新文化運動旗號提

倡拉丁文、廢除漢字的語言文字改革。民初已有人提出，而宣導最力者卻是先為

傳統派而後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猛將的錢玄同，他在 1918 年所發《中國今後

之文字問題》一文，對書法來講無疑是釜底抽薪。文章對中國漢字大加撻伐，認

為漢字「拙劣」、「含混」、「極不精密」
1，他在另篇文章中提出，「最糟的便是它

和現代世界文化的格不相入」，他認為，中國的「拼音字母應該採用世界的字

母——羅馬字母式的字母」。當時不僅錢一人作如是觀，其他重要人物，如胡適、

魯迅也發表文章贊同此論。這種論點作為一種文化思潮，持續到三十年代及五十

年代。1931 年有些社團還通過了《中國漢字拉丁化的原則和規則》，明確提出：「要

廢除象形文字（漢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來代替
2。」由於名人參與，此論調影

響甚大，有人則由此認為書法根本不是藝術，它將隨著漢字的廢除而自行消亡，

因為，字之不存，書將焉附？！ 

 

   「西學東漸」，在社會上層，在教育界，甚至在百姓中，引起了巨大而深刻的

反響，它給中國帶來先進科學技術、先進思想的同時，也裹挾著泥沙衝擊著中國

的民族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在這一時期的相對式微和出現斷層，使中國幾千年文

化的氣脈變得微弱，書法在這樣的背景中也受到較大影響，它所依附的中國文化

作為滋養的根基和氛圍，也顯得脆弱和暗淡，因此使其發展的步履更加維艱。 

 

    科舉制的廢除，從整個社會需要及讀書人進入仕途的兩大方面，使書法（包

括用毛筆寫字）失去了廣泛的社會基礎，讀書人不再看重儒家經典和書法這兩塊

「敲門磚」，而大部分轉為西學，從事科技、法律、醫學等更廣泛的工作。社會

開闢了更多的職業，寫毛筆字已經遠不如科舉做官時代那麼重要。失去了這個基

礎，「書法是否應當存在？」這一問題的提出，便並非是毫無道理的了。在思想

激進者的眼中，書法已明顯成為陳舊的，甚至是多餘的東西。 

 

    當然，硬筆（鋼筆、圓珠筆）的引進並迅速、廣泛佔領教育界和知識界，也

給毛筆帶來了極為尷尬的局面。 

                                                        
1 《新潮——民初時論選》，遼寧人民出版社，1994 年版。 

2 《漢字·漢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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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奇怪的是，包括新文化運動中頗有影響的人物在內，其他如政治家、軍

事家、實業界、文學藝術界等著名革命派的人物，一方面對封建文化以深刻的、

強有力的批判，一方面卻又在書法面前表現出了令人吃驚的謙恭和真誠。曾經不

願給青年提出任何一本中國傳統經典著作為必讀書並由此引發了一場論戰的魯

迅
3，自己卻搜羅了數千件碑刻拓片4，下功夫整理、研究，並多年來堅持不懈地

臨帖，所寫文章、書信，也全用毛筆，且創作了多幅書法佳作贈人。他那柔中有

剛、圓中帶方、碑與帖功底都極為深厚且具有個性的書法，對其時和後世影響都

頗為深遠。他對中國經典已達到甚至憎惡的態度和對書法藝術的鍾情，是否文化

上的「雙重文格」？我們不好斷定，但民國期間具有如此雙重性的人物卻是極為

普通的現象。在對書法發展有致命影響的大氣候中，其原因何在？恐怕只有從當

時人們對書法本體的認識和社會背景中去探尋。 

 

    第一，其時人們對書法的認識是較為客觀和公允的，這從梁啟超 1926 年在

清華書法研究會所作的《書法指導》演講中可窺其大略。這篇演講亦為民國期間

有關書法研究的重要資料，它體現了其時對書法最全面也是最高的研究水平。他

認為自己之所以每天能堅持書寫，並有那麼多的人沉迷其中，其原因有：書法是

最優美最便利的娛樂工具，可不擇時不擇地，費錢費時不多；費精神不多也易於

成功，可收攝身心等。他還論述了書法本身具有線的美、光的美、力的美，且最

容易發揮個性。他說： 

 

旁的可假，字不可假……美術一種要素，是在發揮個性；而發揮個性最真確

的，莫如寫字。如果說能夠表現個性，就是最高美術，那麼各種美術，以寫

字為最高。5 

 

這裡他將書法的地位置於各種美術的最高位置上，確道出了書法藝術的本

                                                        
3 參看魯迅《准風月談》。 

4 據北京魯迅紀念館展廳中所提供的數字，僅 1916 年，他就從北京琉璃廠收購各代碑刻拓片 1011

張。 

5 梁啟超：《書法演講》，1926 年在清華學校教職員書法研究會演講，周傳儒筆記原載 1926 年 12

月 3 日《清華週刊》26 卷 9 號，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第 23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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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他從個性入手，借助心理學、社會學和藝術學的理論，將書法與人的本質之

間打開了一條通道。中國人已為此道沉迷數千年，不可能被任何「理論」很快摧

毀，即使在不利的情況下也不可能改變所有中國人骨子裡早就被融進了的傳統書

法意識。 

 

    第二，我們從整個新文化運動所表現出的各種思想、文化現象進行全面考

察，感到事物遠不是像通常劃分的「革新」和「守舊」兩大派那麼簡單。首先兩

派的政治傾向並非與其文化宣言一致，如「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主張全

盤西化的胡適，從來不贊成革命；提倡國粹的章太炎卻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另

外，對待民族傳統文化態度的正確與否也不能與「新」、「舊」簡單地套用和畫等

號。作為對「全盤西化」的抵制，當時中國出現了「國粹派」。「國粹」二字，于

古無征，它源於日本，日本明治初推行的「歐化主義」，在其中期受到繼起的國

粹主義文化思潮的反駁，使日本最終走向了「日本化」的成功之路。「日本由漢

學一變而為歐化主義，再變而為國粹保存主義，其方針雖變，其進步未已也
6。」

「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演進，結束了自十九世紀以來一味否定中學追求西學、外

向一元選擇的態勢，而呈現向傳統文化回歸即雙向多元選擇的態勢7。」當時許

多國粹派集革命家與學者于一身，提倡革命的同時也提倡民族的傳統文化，真誠

地從日本成功的發展路程上吸取經驗。當然，從新文化的角度看，他們有其「保

守」的一面，但他們具有強烈的民族感情，強調對傳統的堅持和繼承，他們在中

國民族意識和傳統文化處於最低潮時，維護了傳統文化的連續性。他們對西化派

的過激觀點和錯誤，從理論到實踐都起著平衡作用，對其時西化思潮的過分傾

跌，是一種不可或缺的抑制。他們一個最為基本與合理的、在任何時代都不會過

時的觀點是：民族文化傳統是不可能消失的。由於一大批著名思想家兼書法家的

宣導，在其時全國掀起了民族文化傳統回歸的熱潮，書法藝術也頑強地站穩了腳

跟，並得到了發展。他們並將此舉與愛國主義聯繫起來，在全國爭取到了更多的

擁護者，如余紹宋在《東南日報》的《金石書畫》特刊發刊詞中說： 

 

金石書畫之有裨于學術與人生，而為一國文化之表現……。吾國苟欲躋 

                                                        
6 楊度：《遊學譯編敘》，1903 年第 1 期。 

7 鄭思渠：《略論 20 世紀初年的文化反思》，《北京師大學報》，1988 年第 6 期。 



近代書畫藝術發展回顧─紀念呂佛庭教授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                          

 92

于真正文明之域，自非闡揚固有之文藝不為功。而欲闡揚，則必以所固有者

廣播於眾，使古人精神所寄，漸以浸漬于人心，有所觀摩，有所憑藉，庶足

以發其興趣，油然生敬愛故國之思。 

 

在新文化運動激烈的呐喊聲中，書法安然地向前邁著步子，並出現了復興兆

頭，正是有眾多的癡情於民族文化者，在思想家的思想力的感召下，扎實、默默

無聞地一點一滴做著繼承和推進書法藝術發展的工作。加之書法也未被新文化戰

士視為武器從而像文學、美術、戲劇那樣將其推到第一線，它在「亂世」中更像

一片「世外桃源」，遠離嘯塵，即使奮鬥于社會的戰士、旗手，在衝鋒陷陣之餘，

也需要找一片淨土，得以喘息，而書法，就成了最佳的棲息之地。 

 

至於廢科舉、硬筆的引入，固然給書法的普及帶來巨大影響，但由此也使書

法擺脫了被異化的干祿書、館閣體的弊病，從而使自己更加純化，書法家可全力

從藝術角度介入書法，將那已異化的非藝術因素拋卻。硬筆出現，也並非完全壞

事，「筆軟則奇怪生焉」的古訓，由此越發顯示出其真確。硬筆的以實用為主，

毛筆的以藝術創造為主的分水嶺，也將由硬筆出現那一天起而確立。而「西學東

漸」落實在書法上，除古典文化的內蘊相對式微外，從書法本體，即它固有的藝

術語言、藝術形式上看，幾乎沒受到什麼衝擊，倒是「東學西漸」，中國的書法

影響了西方一批美術家，使他們從線條的組合中找到了新的靈感，儘管那時期的

線性還完全是古典的。 

 

「禍兮福所倚」。封建社會瓦解後帶給書法的一切「禍」，書法都以其豐厚、

堅韌的內聚力解而化之，這種「解」有時是很痛苦的。面對新文化的風暴，這一

曾被視為封建文化特有的「寫字」(民國時人都很少將書法後面附以「藝術」二

字)，將面對的是：要麼消亡，要麼轉型。對於絕大多數維護傳統者來說，「消亡」

絕對不能接受，「轉型」又不知從何入手，便只有保持沉默，孤獨地耕耘著這片

似乎將要訣別的卻又是如此富有魅力的硯田。而一部分有思想、有藝術底氣和悟

性的書家，卻在這一動盪的、混亂的大氣候中，穩固地把握著自己的航道和書法

本體的發展軌跡，成為其時代書壇的代表性人物。是他們帶領著忠誠於書道的同

仁，完成了民國期間書法由「禍」向「福」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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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一切，構成了二十世紀上半葉中國書法最為宏闊的背景，也提供了它在如

此動盪的環境中仍得以發展的動力，並使其成為書法史上一個雖則轉型卻頗富創

造力的階段。 

 

二、 

促使清末民初至四十年代書法發展的直接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有藝

術活動形式的社會化、藝術觀念的轉化、藝術教育形式的改變、社團的林立、考

古成果的影響、出版業的發展等，這些對於書法本體來說的「外部因素」，是在

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是社會發展到封建社會消亡、新的體制在動盪、

似乎是無緒然而卻總是在大的方向上走向進步的轉化過程中形成的。書法也在歷

史合目的性的社會進程中盡可能地貼近這些所有的成果，並一旦具有了得以迅速

發展的契機，就毫不猶豫地進行著本體上的變革。故在具體論及書法本體以及代

表書家前，我們有必要將上述背景作大略描述。 

 

（一）藝術作品流通方式和接受方式的改革，將會對書法創作、藝術觀察的

改變起相當大的作用。清末民初以前的書法創作和欣賞，純為個體行為，文人墨

客創作的作品主要是通過書案展卷把玩，或掛之廳堂供好友二三共同品賞。宣統

二年(1910 年)，曾在南京舉辦中國歷史上第一個展覽會，書法是其內容之一，儘

管這一名為「南洋勸業會」的展覽內容很龐雜，還不如以後的系統正規，但它畢

竟是中國展覽會的濫觴，其意義不可低估。1914 年，西泠印社建社十周年，「癸

醜上巳，仿晉永和修禊故事，集少長於一堂，各出收藏金石書畫，互相參考，金

題玉躞，滿目琳琅」。1924 年，「為本社二十周年，於秋間又開紀念會，羅列金石

家書畫千余幅，於社張掛四壁，一時文彩風流，聲聞遠播
8。」此後，於三十、

四十周年之際，西泠印社均舉辦書畫等展出活動，由於其社集中了當時一代書畫

大師，故影響甚大。1929 年，當時國民政府舉辦了「全國第一屆美術展覽會」，

為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這以後，各省教育廳及有關文化部門、個人或大小

團體便舉辦了無以計數的展覽，其中有不少為單純的書法展。展覽的形式直接由

日本引進，而其源頭則是歐洲。民初資產階級民主制度的確立，為當時強烈的「洋

                                                        
8 葉為銘：《西泠印社三十周年紀念刊石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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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風提供了有利的社會條件，當封閉的中國一旦開放，便會選擇那些能為我

所用的思想及形式，展覽的引進即其一例。我們之所以先提及展覽，是因為它不

僅使書法的個體行為能迅速地、集中地轉化為社會共同行為，由於展覽的大效果

的需要，它也必然影響著書法創作的審美選擇。從表現看，這僅是藝術活動形式

的變化，實際它涉及並引動了整個社會思想、文化、風尚、審美等一系列問題，

並由此調動了書法家進行藝術創作的積極性，因為入選一次展覽便為書家提供了

一次展示自己藝術的機會，其社會效應遠遠大於個體的交流，所以它得到了書法

界以及美術界的讚賞和肯定，並逐漸成為書法家主要的活動方式。另外，作為國

家所設的故宮博物院，每年都要拿出一部分書畫藏品進行展出，將過去只有皇帝

及王公大臣才能欣賞到的歷代名作展示於民眾，從藝術社會學的角度看，這也是

具體落實孫中山「民權」方針的一項有力措施，是高檔藝術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

的藝術社會化過程。其他各省，凡建博物館，均仿故宮這一舉措，利用展覽形式，

將館藏作品輪換展出。這對整個書法界提高欣賞、鑒賞水準，促進書法創作無疑

都起到相當大的作用。 

 

（二）社團林立，是清末民初到四十年代的重要特點，這時期文學藝術之所

以能在文藝史上開闢出一個新紀元，當與三十多年來文藝社團及流派的不斷興起

有直接關係。我們讚賞春秋戰國為學術史上黃金期，亦因為它在歷史動盪中形成

了百家爭鳴之格局。據不完全統計，僅「五四」後的十年間，文學團體有一百五

十餘個，書畫團體有一二十個。而在整個清末至四十年代，書畫社團有上百個左

右。它們主要集中在江浙、京津及各省省會，其中不少創辦有報刊，以宣傳自己

的藝術主張，張揚自己的流派。儘管連年軍閥混戰，民族戰爭和國內戰爭迭起，

但在相對穩定、經濟較發達地區，書法與繪畫、京劇一樣，極為活躍，一些大的

流派均出現了代表性人物，成為藝壇重鎮。就書法而言，單獨結社者較少，大多

與中國畫結合在一起，然而這為數不多的書法社團卻有著極為重大的影響，其中

最重要的是 1932 年于右任在上海創建的「標準草書學社」和 1943 年在重慶創建

的中國書法史上第一個全國性團體「中國書學研究會」，不過，我們談及這兩個

社團之前，必須先提及 1904 年創辦的「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由丁仁、王禔、吳隱、葉為銘四人發起，在杭州創建。雖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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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社，並相容繪畫，但書法卻是該社重要項目。孤山社址，碑廊、刻石滿布，

漢《三老碑》立於其間，社內收藏書法名品佳構也甚多；展覽、交流、經銷等活

動頗為頻繁。吳昌碩為首任社長，社以人名，人以社顯。在所有書畫社團中，從

本世紀初延續至今，且發展尤盛者，惟此一家。其影響波及海內外，許多著名書

法、篆刻家，莫不以被接收為社員、理事為榮。它的出現和發展，是中國書法、

篆刻事業作為傳統文化在整個社會中地位的象徵。 

 

「標準草書學社」的建立，從半官方的立場，集中了部分于書法有成者，研

究、整理歷史上各時期的草書名跡及其理論，就像楷書也需規範化一樣，草書的

普及也必然借助于從中找出被人們普遍接受的規律，從而達到「易識」、「易寫」、

「準確」、「美麗」的目的。但「草書社」的影響遠比其目的本身更深遠，于右任

以其民國元老的身份，宣導書法，並樹幟結社，它無疑給當時朝野的目光向書法

傾斜以重要的引導作用，這從五十年後，中國大陸與臺灣均保留有「標準草書學

社」的社團組織可看出它的歷史根基、學術根基的深厚，這恐怕是繼西泠印社後

延續年代最為久遠的書法社團組織了。 

 

「中國書學研究會」成立于抗戰時的 1943 年，發起人為戴季陶、于右任、

陳佈雷、陳立夫、吳稚暉、商衍鎏、沈尹默、顧頡剛、張宗祥、柯璜、梁實秋、

胡小石、沈子善、潘伯鷹、馬衡、許靜仁等一百五十余位社會知名人士、學者、

書家等，它的目的是提倡書學，編印刊物，籌編書學研究叢書，編制書學專著索

引，普及書法教育等。這是一個被教育部承認的中國歷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書法

社團。具體負責人為沈子善。由於有眾多名人的支持，辦起了《書學》雜誌，並

組織了多次書法藝術研討會、筆會，在當時的陪都重慶及大後方，為書法藝術的

普及與弘揚，從組織上給予了支持與保障
9。但隨著 1945 年抗戰勝利，大批文化

人的離川，此組織也自動解散，此後再也無力恢復其活動。它雖然僅存在了兩年

零四個月，但它卻向社會宣告了中國書法在社會中應有的地位，表現了知識階層

對傳統的中國書法藝術薪傳和推衍的信念，三十八年後中國書法家協會的成立，

不能不說與「中國書學研究會」有文化內在流程上的一致性和繼承性。 

                                                        
9 《書學雜誌》，1926 年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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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1917 年 12 月成立的「北京大學書法研究社」，亦為重要的、有影響的

書法社團。該社由蔡元培熱心支持，羅常培、俞士鎮等人發起，推薛祥綏、楊生

為執事，由校方請馬叔平、沈尹默、劉季平為導師。它以「昌明書法、陶養性情

為宗旨」，學校圖書館提供碑帖供學習觀覽；日常臨習的作業，「得由教員隨時選

訂成績」
10。由於北大的地位和蔡元培的推行，書法社團在當時大學(如南京金陵

大學、上海藝專、杭州藝專等)中頗為風行，也為書法教育提供了榜樣。此外，

書法另一中心上海，在清末及民國期間也成立了數量不少的書畫社團，如豫園書

畫善會（1909 年）、藝觀學會（1925 年）、古觀今雨社（1926 年）、中國女子書畫

會（1934 年）、力社（1936 年）等，這些組織集中了如高邕、吳昌碩、黃賓虹、

潘天壽、馬公愚、錢瘦鐵、徐悲鴻、張大千等書畫大家，對推動全國書法發展都

起了重要作用。 

 

（三）印刷、出版業的發展使藏于深宮王府的名作得以流傳民間，個人收藏

的法帖、碑刻、簡牘及當時名家作品的大量出版，使之公之於世。民國期間習書

法者，遠比清及清之前各朝代的書家有了更為便利的條件。其中藝苑真賞社、商

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神州國光社、有正書局及各省市博物館、圖書館編印的書

法總集、書法別集、歷代碑刻、書法入門、書法論著(文集、專卷)及各種普及字

帖不計其數，僅以北京、上海、重慶三家圖書館藏書法類圖書計，就有一百五十

種之多
11；加之《故宮週刊》、《藝林旬刊》、《金石書畫》、《書學》等的出版12，使

書家能以高屋建瓴之勢，全面把握書法史的發展軌跡，並在社會上形成強有力的

傳統文化大潮，使當時從上層到一般知識份子及中小學生，都有可能與書法發生

聯繫，從而提高了書法的地位。 

 

（四）1899 年甲骨文及敦煌經卷的發現，此後大量鐘鼎、碑刻、墓誌出土，

促使金石考古之學在清代基礎上又有了新的發展，並對書法創作產生了重大的影

響。首先，在民國前期即打破了碑帖並存分治的局面，甲骨文書法、金文書法、

石鼓文書法的崛起，使人們將目光轉向三代更為高古的古典時期，開拓了書法創

                                                        
10 參看《國立北京大學紀念刊》第 1 冊。 
11 參看《民國時期總書目》，北京圖書館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 年 5 月第 1 版。 

12 參看《中國美術期刊過眼錄》，許志浩著，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年 6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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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思維空間。而西北漢簡的發現，使僅知漢碑的書壇大為震驚，活潑自由的結

體，明顯的用筆痕跡，更加多樣的風格，啟發了民國的書家，隸書風格為之一變，

同時也影響了草書和章草的重新振興。如果說考古學能改變歷史的話，那麼它對

書法的啟示、觀念的改變，作用則更為明顯。書法家亦借助于考古成果，豐富著

自己的知識結構和藝術語言，從而使民國時期書家普遍綜合素質都有了明顯的變

化和提高。 

 

（五）中國近現代學術研究中反傳統意識很重，這也是其時代知識份子普遍

的文化意識。實證主義的流行，與之結伴而來的全盤西化論的盛行，加之功利主

義的價值取向，使這一動盪時代從事純粹的學術研究很難完全實現。但書法研

究，似乎與大的文化格局有些脫節，它仍然自給自足地進行著本體的探討，很少

加入到新的格局之中。在民國前半期，康有為的《書鏡》（即《廣藝舟雙楫》）仍

然成為書壇思想的主流，能與之雁行、抗衡並達到其深度的作品幾乎沒有一部。

康去世後數年，才出現了沙孟海的《近三百年的書學》，馬宗霍的《書林藻鑒》、

《書林記事》，丁文雋的《書法精論》，祝嘉《書學史》等著作，四十年代後期，

出版了《書學論集》、《于右任先生書學文集》、《祝嘉書學論叢》等，這些著作在

史學、技法、評論等方面與清以前書論有著明顯的變化，它們較為系統、全面，

具有一定高度和深度，是這一時期書法理論的代表作。但我們為之感興味的，並

非書家的學者們對書法的論述，朱光潛借助西方的「移情說」，認為書法「可以

表現作者的性格」和「情趣」
13。宗白華則指出：「中國音樂的衰落，而書法卻代

替了它成為一種表達最高意境與情操的民族藝術
14。」林語堂對書法性質與地位

的論述更令人擊節：「一切藝術問題都是氣韻問題……此氣韻的崇拜非起於繪

畫，而乃起于中國書法……」「中國書法藝術的地位，很占重要，它是訓練抽象

的氣韻與輪廓的基本藝術，吾們還可以說它供給中國人民以基本的審美觀念，而

中國人的學得線條美與輪廓美的基本意識，也是從書法而來。故談論中國藝術而

                                                        
13 朱光潛：《文藝心理學》（1936 年），載《朱光潛全集》（20 卷集）第 1 卷第 214 頁。安徽教育

出版社，1987 年 8 月第 1 版。 

14 宗白華：《中國畫法所表現的空間意識》（1935 年），載《宗白華全集》（4 卷集）第 2 卷第 143

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年 12 月第 1 版。此種思想在 1938 年為胡小石先生所寫《中國書學

史緒論》的《編輯後語》和其他文章中也有類似表達。1903 年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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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懂書法及其藝術的靈感是不可能的。」「中國書法的地位是以在世界藝術史上

確實無足與之匹敵者」
15。另外，鄧以蟄的《書法之欣賞》、胡小石的《中國書學

史緒論》、陳公哲的《書法矛盾律》、蕭孝嶸的《書法心理問題》等文章，也均有

獨到見解，它們是與國外新學科進行綜合研究的初步成果。任何一門學術研究，

首先應以本民族的思維與成果為根基，不能將自己的藝術套入外國的理論體系

中，這是原則；但如果固守著民族的思想和話語，拒絕屬於世界性的、先進的思

維成果的話，那麼這門研究最終也很難有大成。掌握好二者之間的關係，不偏廢

一方，將會使民族的思維空間得以拓寬。民國年間書法研究的積極成果，也大都

是以國學為根底，適當地借助了外來思維方式、研究成果而促成的，它們對其時

代的創作均產生了積極影響。 

 

三、 

從 1911 到 1949 年的三十八年間，書法一方面抵抗著來自社會各方面的壓

力，一方面又在有限度地吸收著外來文化和對傳統全面的回歸中謀求著超越先賢

的發展，從整個中國書法史去觀照這一暫短的時期，可稱之為「轉型」期。 

 

清中、晚期雖帖學代不乏人，但與碑學相比，不免顯得相對較弱；碑學從清

中、晚期到民國中期(約二十年代末)，一直標領書壇。民國書家繼承了以行書入

魏碑的傳統，這種被學術界稱之為「魏體行書」的書體，從宋之陳摶，到趙之謙、

康有為，再到于右任，成一大體系，民國期間達到一個新的高度。草書在清代的

沉寂，亦書法史一大奇事，如同金文、隸書、魏碑從唐到明幾乎絕響一樣，乃「時

代使然」也。民國對古典書法的復興，首先是章草得以再度行世。敦煌殘卷的發

現，從書法角度激發了書家尋求新的藝術語言的可行性，在此基礎上，上追皇象、

索靖，師法「二王」晉法，下重趙孟頫、宋克，故《月儀》、《出師頌》、趙孟頫

章草《千字文》等均為書家所鍾愛。章草出，引發了今草的逐步盛行，于右任宣

導「標準草書」，亦歷史發展之必然。民國草書的推出，結束了二百多年來書壇

拙於草書的令人頗為遺憾的現狀，使「帖學」以新的面目在書壇占一席之地，從

帖到碑再到碑帖融合，走了一個書法史上的「三段式」。甲骨文的發現，大量金

                                                        
15 林語堂：《吾國與吾民》，寶文堂書店出版，1988 年 12 月第 1 版，第 271—276 頁。 



                               動盪中的轉型—論清末民初至二十世紀四十年代的中國書法 

 99

文、漢魏碑及墓誌的出土，石鼓文的入書，使中國早期古典書法在兩三千年後以

新的姿態打破了碑與帖專擅書壇的局面，斷層接續，隔代復興，僅以碑與帖兩大

線索觀照書史的觀念則受到嚴重挑戰。這一對於書壇的震盪，成為民國書法的一

大奇觀。有思想的藝術家總是力求「整合」歷史，希冀打破舊的「遊戲」規則，

在任何「舊」的框架中尋找新的藝術「話語」，在「破」的當中，渴望建立新的

藝術規範，也許從民國初年到四十年代末的三十多年間，這種新的「規範」還難

以完整地建立，但其時整個社會的動盪，激發了活躍的思想，反倒玉成了作為藝

術的書法，並孕育、造就了具有多種書體、多種藝術面目，達到高度藝術成就的

書法藝術家群體，為本世紀末書法高潮的到來打下一個寬厚、堅實的基礎。 

 

研究這一時期的書史，使我們在兩個方面感到頗為躊躇：一是時期的劃分，

二是對書家所屬時期的定位。但我們從對書家的梳理中，發現了一個偶然的現

象，那就是，往往被劃歸到清代的兩位書法家吳昌碩、康有為，均在 1927 年謝

世，那就是說，他們在辛亥革命後的第十六個年頭方去世，而這十六年，他們將

主要精力用於書法創作上：康有為政治上碰了數十年壁後，晚年以書法自娛；吳

昌碩風格的定型和創作出最優秀的作品，也是在六十多歲之後。這兩位書家不是

一般書家，而是中國書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鎮、巨匠，他們的逝世，宣告

了中國古典書法的結束，同時，也開啟了一個新時代的到來。而開啟書法新時期

並取得卓著成就的民國最具代表性的書家，是繼承、發展了魏體行書後又在草書

方面做出具有復興、開創意義的于右任。這三位書壇巨擘的書法活動和創作，給

我們描述出了一個清晰的民國書法時期劃分的軌跡。 

 

關於民國時期書家的定位，也頗複雜，我們所論述到的書家，要麼跨越清、

民國，要麼跨越民國與當代中國，部分書家還跨以上三個時期。在民國時期活躍

的書家，基本在清末就有了功名和地位；成長於民國甚至清末的部分書家，其書

法的高峰期往往在五十年代以後。若將所說的「民國書家」向前推進和向後延伸，

那麼真正屬於民國時期的書家則為數甚少，所以我們要將辛亥革命到本世紀末分

三個時期劃分的話，此第一卷收入的書家必然全部為清代出生，甚至已在清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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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而延續到民國的書家，我們不能割斷民國與清的連續性和直接繼承性。同

時，我們也不得不將在清末或部分民國出生、民國時期雖有書名而在五十至七十

年代末期和部分延續到八十年代書法方達其鼎盛的書家歸入第二時期。至於第三

時期，則基本為七八十年代後嶄露頭角、至今仍活躍於書壇的書家。 

 

基於以上原則，我們所論述的民國期間書家，當是從清末到近現代中各個階

層以書法名世的人物，這些人中有清遺民、學者、政治家、教育家、實業家、藝

術家及書法專門家等，將他們分門別類地劃歸到某一系列中固然可顯示出其「類」

的特徵，但就書法本體來講，儘管有一些書家有師承淵源，但整個二十世紀上半

葉的書法，卻呈現出頗為多樣化的特徵，用其他社會學的分類法或以地域而論，

往往給人削足適履之感，故我們選擇了按出生年月為序的方法，對其時重要的書

家予以論評，以勾畫出一個自然的、明晰的書法發展脈絡。 

 

我們所論述的書家中，第一個便要推出主要活動在清末，而於 1911 年辛亥

革命方去逝的蒲華。他是晚清書家群中最早向因襲之風進行挑戰的辟路者，蒲華

早年學「二王」，尤鐘王獻之，後學蘇，又上追旭、素，後又遊弋於青藤、石濤、

八大間，一直蕩漾在狂放、奇拙風格之中。清末官方思想極為保守，繪畫中的「四

王」和書法上的「翁劉成鐵」這些官方認定的四大家，勉強地支撐著藝壇；「碑

學」走上了其高峰期，而「帖學」卻愈加衰微。蒲華的出現，開創了一個新的格

局：以繼承「二王」體系中旭、素狂狷書風一脈的復蘇，蒲華是其披荊斬棘、開

闢新路的第一人，他與吳昌碩並肩完成了繪畫上的小寫轉大寫、書法上的工穩轉

豪放的具有開派意義的過渡。 

 

楊守敬（1839—1914），曾於 1880 年至 1884 年為清廷駐日隨員，其間廣收國

內散佚古籍版本三萬餘冊，精刻《古逸叢書》二百卷。書法主張「集帖與碑碣，

合之兩美，離之兩傷」，其書作深得碑版金石之氣，又不乏帖之秀韻，尤對日本

近代書道有重大影響，是繼唐之後第二次將中國書法大量傳入日本的書家，被日

本稱之為「日本現代書道之父」、「近代日本書法的掘井人」。 

 

吳昌碩（1844—1927），近現代藝術史上開宗立派的巨匠。如果將其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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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稱之為吳昌碩時代，就書畫印方面說，恐也並不過分。其風格、流派影響國

內外直至當代。就書法講，他所開啟的風格，具有強烈的時代感和超前性，近百

年來，在書法發展的內在流程上，產生著強烈的震撼力和藝術魅力，並籠罩著、

內在地規定著書法創作的審美選擇。 

 

他屬於大器晚成式的書家，他早年所臨《石鼓》，僅得字形，後取秦詔版、

泰山琅刻石、三國吳《禪國山碑》等書意，糅入率真、樸拙意味，則日見生辣、

蒼老，到八十歲以後，更恣肆爛漫，不可端倪。 

 

其隸書亦很獨特，主要取法漢碑中的《褒斜》、《裴岑》、》、《張遷》、《衡方》、

《石門頌》，也參照清人筆意，結體取長勢，用筆厚重，極為古拙，獨張一幟。

他主張「臨氣不臨形」，這在其篆隸書中表現得頗為到位。 

 

他的行草書，純以篆法為之，因之顯得「精力彌滿，郁勃沈酣」，「不澀不疾，

亦澀亦疾，更難得錐畫沙、屋漏痕的妙趣」（沙孟海語）。其行草書的勢，也多為

論者稱道，認為包括小品在內，亦具排山倒海之勢。 

 

沈曾植（1850—1922），作為官員、學者，他盡忠職守，並于經、史、地、

律、佛、醫、詩文等無所不通，且均有著述。其書法取章草為本，並融以籀篆、

漢分、北碑、竹簡、晉唐等各代書體、書風，他追求奇崛、險絕，在拙中顯出流

暢，在飛揚中能回護照應，在狂放中存其雅致，在雋健中透出高古、醇厚。他取

帖的勢，用的是碑的筆法，加之只屬於他的變化莫測、欹側擺動不定的結體，尤

其晚年又看到流沙墜簡後，其書率然自成一大家。 

 

康有為（1858—1927），政治家、思想家、書法家，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我們將其與吳昌碩並提，稱之為近現代書法史上之巨匠，這是因為他在書法理論

和創作上均做出了歷史性的貢獻。 

 

他的「托古改制」變法思想構成了他碑學思想最為光輝的部分，並充分地表

現在其三十一歲時所著《廣藝舟雙楫》中。他在此書中將碑學提高到一個歷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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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度，從而維護了碑學的正統性。而能從宏觀的、以至哲學的高度論書，歷史上

並非多見。他的創作以行書為主，其筆法均無北碑之剛猛一路如《龍門造像》者，

而是主要出之于《石門銘》及《千秋亭記》。近現代書史上，他以「康體」名世，

其基調博大、渾樸、開張；用筆恣肆、蒼厚、澀辣；結體緊密、縱橫奇崛，有一

種咄咄逼人之氣。其筆法源於篆隸，轉折提按遠不像唐人那麼分明，但高古之氣

縈繞其間。我們將其作品置於縱橫的時空交點上觀之，不能不承認他那自詡「集

北碑南帖」於一爐而實際以碑為主的創作在書史上所應占的崇高地位——也許可

以說，碑學至康有為，在達到一個高峰之後，與吳昌碩一起，為古典時期的書法，

挽了一個令後世歎為觀止的「結」，也給後人開闢書法新疆域造成了一道難題。 

 

鄭孝胥（1860—1938），為近現代書史上別具一格之大家。他以行書為主，

主張「楷隸相參」，其楷書主學歐，隸書取法《張遷》、《石門頌》等，他將其結

合後又行書化，結體、筆法均融為一體，毫無生硬摻合之意。其書莊嚴中不乏靈

動，大氣而不失之於野。 

 

齊白石（1863—1957），其詩書畫印，與吳昌碩一樣堪稱四絕，且均達到時

代的高度，為我國近現代藝壇上又一偉大宗師。其書初學何紹基，後師法金農、

鄭板橋、趙之謙，入京後主攻李邕，又鐘于秦詔版、《三公山》、《天發神讖碑》，

並以此碑版入印。其行書在李邕基礎上，參以時人樊樊山意，自得性靈。整體書

作大氣、開張、率真，有人謂之霸悍，實以世俗眼光評之。他以此種風格題畫，

風格統一，相得益彰；而獨立作書，則雄肆蒼勁，有氣吞萬里之勢。 

 

黃賓虹（1864—1955），著名畫家、詩人、書法家、藝術理論家。其山水為

現當代美術史上由古典轉入現代之樞紐；所編、著藝術理論亦對其時代及後世書

畫的創作、人品素養提高有深刻影響；而其將墨色的極盡變化入書的書法創作，

也頗具蘊藉之魅力。其篆書得力於《頌簋》、《叔夜鼎》等意，筆力圓勁；行書得

力于顏，淳厚、率意，而結體更為稚拙，書卷氣甚濃。但從書法角度講，他還構

不成標領一個時代大師所應具備的強烈而鮮明的風格，與其山水畫相比，應當說

有一定差距，也許由於他那關於用墨及治學理論，直接教誨並培育了林散之這樣

的大家，其書法的形象才更顯其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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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振玉（1865—1940），他畢生致力學術，著作等身，尤於甲骨文研究，與

王國維並稱為「羅王之學」。他是最早將甲骨文用於書法創作的先行者，他的書

法成就最重要之處也在於此。但其所書甲骨、篆、隸，顯得板結，行書蹙迫，與

同時代書家水準有一定差距。 

 

李瑞清（1867—1920），幼時習顏，後主攻大篆，涉秦漢石刻、北碑，他提

出「求分于石，求篆于金」的藝術主張，避開趙之謙的嫵媚，陶宣的板刻，追求

雄渾、暢達的境界，為民國初年北碑的代表人物。但其書也有明顯的缺陷：對古

代諸碑刻缺乏融會後化為自己藝術語言的能力，加之用筆的顫抖，顯得做作，故

在其去世後，影響迅速減小。 

 

王世鏜（1868—1933），近現代著名章草大家。取法《月儀》、《急就章》及

「二王」法帖。1932 年應于右任之邀到南京後，於盡出珍藏供其觀摩。石渠天祿

秘圖之珍玩，漢晉竹木，流沙墜簡，這些一般人難以見到的書法珍品，經王的消

化，均化於其筆下，形成縱橫恣肆之新貌。王世鏜除章草外，一筆堂堂原汁原味

的《爨》書也隨之名振書壇，他並將其融入章草之中，使其章草意味更加豐富。

章草自沈曾植始，至王世鏜，作為帖學的重要一翼和能融入碑意的獨特書體，在

其時達到一個新的高度。王與其同時代之張繼、靳志等一大批章草大家，均成為

民國時期章草的代表人物。 

 

梁啟超（1873—1929），著名學者，研究領域極廣，1400 萬字著作，輯為《飲

冰室文集》。其書法隨康主攻北碑，尤鐘《張黑女》；行書出自歐，參以帖意；隸

書法《張遷》。無論何體，均筆劃挺勁，擲地有聲。惜用功於著述耗力過甚，書

法終未能進入化境。作為學者和北碑追隨者，在其時代只是作為一方面代表，顯

示了時代的主要審美特徵。 

 

徐生翁（1875—1964），民國期間以「孩兒體」名世的著名書家。初入唐，

後學隸二十年，以隸書作真書又十年，嫌唐為法縛，乃習篆以窺魏晉，他認為「魏

晉古茂終遜漢人，遂治兩漢吉金，上攀彝鼎」，由此可見，他的「孩兒體」是胎

息於碑學的。其古茂樸拙、欹側跌宕所流露出的純真之氣和金石味，恐在民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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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無能與之比肩者。 

 

于右任（1879—1964），現代書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法大師。他性格

豪邁、曠達，為人忠厚、率直,為關中地區雄強文化所薰陶、培育。「朝寫石門銘，

暮臨二十品；竟夜集詩聯，不知淚濕枕。
16」這即是他中年以前對以北碑為主體

的書法藝術深厚情懷的忠實寫照。他臨北碑，總結了前人或過分圭角、或甚為秀

媚、或一味顫抖的弊端，而取其大的間架結構和意味，不追求銳利的刀刻鋒跡，

以「體方筆圓」之新貌進行超越前人的藝術創造，既保有金石氣，又以「韻」的

天然意味融而化之。而其魏體行書大字對聯尤為突出，格調高古，充滿張力，豪

放中不乏綺麗之態，既超邁前人，也給後世樹起了一座難以逾越的豐碑，占盡了

民國書壇風光。他將「魏體行書」這一系統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可以說，他是

繼吳、康之後碑學最優秀的承繼者和光大者。 

 

當然，如于右任僅止於此，那麼他在書史上的地位則將會大打折扣。在其中

年之時，他審時度勢，以一個具有史學家眼光的書家身份和當時書壇領袖的地

位，向與北碑截然不同的草書發起了攻勢。由於他不是將此當做個人行為，而是

作為一個群體、以藝術運動的集團方式，將清以來碑學所達到的顛峰戰略性地向

一個新的時代進行轉移，即全面地結束了碑學近於一統天下的局面，在書壇開拓

出了廣闊的思維空間。它首先是一次藝術思想的解放，藝術觀念的解放，書壇由

此不僅開始了「標準草書」運動，同時也啟示了更多書體、書風的光輝再現和新

的藝術創造。1932 年他在浙江省成立了「標準草書社」，吸引了一批書壇中堅，

如王世鏜、劉延濤、胡公石等；並於 1941 年主辦了《草書月刊》雜誌，這一有

綱領、有組織、有輿論陣地的集團性活動，加之他身居要職的影響，作為書壇領

袖，振臂一呼，改變了中國書壇的格局。 

 

於書以楷、行、草的獨特風貌名世，其開創的「標準草書學社」在 60 餘年

後的今天仍然在海峽兩岸並存，並繼承其遺願，於草書普及科學化方面又有了明

顯的進展。可以說，無論從理論構建或藝術實踐，抑或是組織領導等多方面看，

                                                        
16 于右任：《十九年一月十日夜不寐讀詩集睡》五絕一首，載《于右任詩歌萃編》，陝西人民出版

社，1986 年 3 月第 1 版，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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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都可稱為民國期間最優秀也是最具權威的代表。 

 

李叔同(1880—1942）,于詩文、戲劇、書法、中西繪畫、金石篆刻等皆有深

造。書法由篆入隸，前期主攻魏碑，得《張猛龍》碑意甚多，包括 1918 年出家

後十年，仍以北碑及三代文字為主。其書風大變在其五十歲左右，即 1929 年，

這與于右任由北碑轉草的年代相近。他一方面受小環境影響，追求佛教的清淨無

垠之境；一方面也受大環境的制約，在整個書法轉型中，富於才華的弘一則完全

拋開了年輕時寫北碑的盛氣，而歸於禪意，歸於平淡。 

 

以上我們對清末及民國時期部分主要書家作了簡要論述，當然，在此之外，

尚有數以百計的書家應進入我們論及的範圍之中，如高邕、曾熙、徐世昌、陳三

立、蕭退庵、章炳麟、王震、趙熙、張伯英、錢振煌、商衍鎏、陳衡恪、譚延、

姚華、金息侯、高劍父、柳詒徵、王福庵、張宗祥、葉恭綽、符鑄、壽石工、林

直勉、許鈞、袁克文等，他們處在一個應當說是既動盪又極為有利於書法發展的

時代，其時碑帖交融、地下文物不斷發現，人們可根據自己的愛好隨意選擇藝術

道路，他們以各自不同的藝術面貌，為民國時期藝術園地增添了光彩，使其時成

為一個相容並蓄、變革發展的輝煌時期。而經過時間的篩選、陶冶，每位書家應

有的歷史地位，也逐漸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歷史最終將會公正地評價一切…… 

 

參考書目： 

《劍橋中華民國史》，（美）費正清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國》，中國社科院成都近代史研究所編，成都出版社。 

《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張豈之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民國時期總書目》，北京圖書館編，書目文獻出版社。 

《民國名人傳》，賈逸君編，嶽麓書社。 

《中國現代美學思想史綱》，陳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華民國政治制度史》，徐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現代文學社團流派》，賈植芳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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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知識界的社團與活動》，桑兵著，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 

《民團社會大觀》，忻平等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 

《亦新亦舊的一代》，南懷瑾著，復旦大學出版社。 

《中國美術期刊過眼錄》，林志浩著，上海書畫出版社。 

《新潮—民初時論選》，張駿嚴編選，遼寧人民出版社。 

《中國歷史大事編年》，張習孔、田玨主編，北京出版社。 

《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復旦大學歷史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簡明中華民國史辭典》，楊力強、劉其奎主編，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外美術史大事對照年表》，奚傳績著，江蘇教育出版社。 

《新學苦旅》，劉士椿、吳向紅著，江西高校出版社。 

《中國現代思想史論》，李澤厚著，東方出版社。 

《二十世紀中國大事全書》，張宏儒主編，北京出版社。 

《辛亥革命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胡偉希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中國美術家人名詞典》，俞建華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漢字·漢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國學粹編》第一期，沈宗疇編（1905 年）。 

《吳昌碩年譜》，林樹中編著，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齊白石》，林浩基著，中國青年出版社。 

《蒲華》，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吳昌碩作品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西泠印社合出。 

《黃賓虹年譜》，趙志鈞編著，人民美術出版社。 

《弘一法師年譜》，林子青編著，宗教文化出版社。 

《蔡元培與北京大學》，樑柱、王世儒著，山西教育出版社。 

《吾國與吾民》，林語堂著，寶文堂書店。 

《梁啟超文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書林藻鑒·書林紀事》，馬宗霍著，文物出版社。 

《書法精論》，丁文雋著，北京中國書店。 

《中國書法文化大觀》，金開誠、王岳川主編，北京大學出版社。 

《歷代書法論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 

《民國書法》，羅永嵩、李興輝編，四川美術出版社。 



                               動盪中的轉型—論清末民初至二十世紀四十年代的中國書法 

 107

《中國書學論著提要》，陳滯冬編，成都出版社。 

《朱光潛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 

《千唐志齋》，文物出版社。 

《標準草書字彙》，胡公石編，寧夏人民出版社。 

《沙孟海論書叢稿》，上海書畫出版社。 

《稿訣集字》，王世鏜編著，北京文物出版社。 

《石屋余沈》，馬敘倫著，上海書店。 

《標準草書》，于右任，石印本。 

《中國書法大辭典》，梁披雲主編，香港書譜出版社。 

《美學述林》，劉綱紀、吳樾編，武漢大學出版社。 

《中國近代史學的歷程》，陳其泰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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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現代書法史學術討論會論文集》，會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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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週刊》、《金石書畫》、《草書月刊》、《書學》、《書譜》、《書法》、《中國書法》、

《書法研究》、《書法之友》、《新華文摘》、《社會科學戰線》、《文藝研究》、《江淮

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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